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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中国大规模快速的城镇化

发展，城市空间治理及其转型问题的重

要性愈发凸显。简单地采用“增长机器”

理论或城市多元政体理论来理解中国的

城市空间治理，难以看清全貌。基于对

1985年以来北京城市空间开发与更新的

纵贯研究，提出理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转型需要超越上述两种理论并从国家视

角切入加以分析。国家在城市发展的不

同阶段通过调整其政策目标以回应民众

的主要诉求，推动城市空间治理的渐进

式变革：从促增长型治理、社会改革型

治理、公共利益型治理到社会公平型治

理。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经历了从“增长

联盟”到“公平治理”的转型之路，其

内在逻辑是以增长促改革、以改革促发

展。这使得城市空间治理不仅实现了增

长而且正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

关键词 城市治理；空间治理；增长机

器；社会公平；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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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增长联盟”到“公平治理”*

——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国家视角

葛天任 李 强

From Growth Coalition to Equity Governance: A Political Logic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GE Tianren, LI Qiang

Abstract: As rapid and large-scale urbanization deepens in China, the issues of

urban spatial governanc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research and policy making. The overreliance on the "growth machine"

theory and the urban regime theory to understand China's urban spatial governance will

lead to overgeneralization and neglect of the whole picture. Based on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renewal of Beijing's urban area since 1985, it is argued

that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s urban spati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probe

into national governance as the state controls and manages urban space through land

regulation and capital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ver different stages of urban

development, by adjusting policy objectives to respond to the voices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e state has gradual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tial governance from

a model based on "growth coalition" to one seeking "equity governance". Hence

spatial governance will lead to not only growth but also social equity.

Keywords: urban governance, space governance, growth machine, social equity,

urban regeneration

1 问题的提出：如何理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

随着中国大规模且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城乡景观发生巨变，而且人口结构、社

会结构以及城市政府及其治理也发生巨大转型[1]。在当代中国最为深刻的城市大转型过

程中，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性正日渐凸显[2]。然而，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性尚未被国内

外学术界包括政策研究领域所充分重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城市空间治理问题往

往被看作是次要的、附属性的，不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3]。实际上，城市空间治理问题

不仅事关中国经济的长期动力基础[4]，还牵涉社会总体稳定大局。由于城市空间本身具

有社会政治属性，城市空间治理一旦出现方向性的政策错误，则将付出难以挽回的代

价。因此，中国城市空间治理问题应得到更加系统而充分的研究。

学术界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问题研究大致可以分成3类：第一类研究是从政治经济

学视角出发讨论城市增长及更新问题，认为市场化改革推动中国城市政府的企业化是中

国城市空间重构的主要动力机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增长机器”理论[5]，该理论源

自于美国城市发展历史经验，经过“中国化”之后，强调城市政府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形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超大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公平配置与精准治理研究”（项

目编号：18CSH0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项目编

号：71734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理念下中国城乡社区治理与服务体系研究”

（项目编号：21ZDA11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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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增长联盟”[6]，它们从城市增长中

获益，但也加速了社会空间分异[7]。第二

类研究是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讨论城

市空间治理机制问题，认为随着市场改

革的深化，社会多元力量开始介入城市

开发与空间治理的过程之中，这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精英

主导机制[8]。这一理论看到了城市空间扩

展背后的复杂的多元利益博弈，并强调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其空间治理

体制或机制是多样化的。第三类研究是

从国家治理视角出发来讨论中国城市空

间转型与重构问题，认为理解中国城市

空间治理须放到中国政治制度与治理架

构的背景中，强调中国城市治理的历史

传统、特色体制、人民理念、基层组织

等独特性制度或组织安排[9]。这一类研究

强调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后中央城

市政策调整导致城市空间治理向社会公

平方向转型[10]。
显然，以上 3类研究从各自学科视

角出发均对理解和分析中国城市空间治

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这 3类
研究仍然难以充分揭示中国城市空间治

理机制及其转型的内在深层逻辑。首先，

以上3类研究所依据的经验现象先后涵盖

了近40年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与机制

的演化历程，因而若从更长期的历史视

角将此3个阶段整合在一起并加以审视，

则能够有助于获得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的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其次，第一类研

究与第二类研究虽然侧重于动力机制和

博弈过程分析，但是二者都对中国政治

制度及其治理逻辑的独特性未予充分重

视，而第三类研究虽然看到了制度和治理

逻辑的独特性，但没有更进一步对国家

政治转变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剖析。因

此，在以上3类研究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

进一步形成新的、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

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解释中国城

市空间治理的“大转型”，即从 1990年
代的增长导向逐渐转向当前更加重视社

会公平，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究竟为何以

及如何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型？

因此，本文提出理解和分析上述问

题，应从国家治理视角切入，从一个更

长期的治理转型的历程分析中提炼结构

性根源及其演化逻辑，进而系统地概括

和建构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理论，剖析和

展陈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深层逻辑

与核心细节。为此，本文借鉴历史制度主

义方法论并选择北京作为典型案例进行

纵贯研究，搜集了自1985年以来北京城市

空间开发、更新与治理方面的档案材料和

访谈资料。北京城市空间治理案例的典型

性在于其对于其他地方性城市的示范性，

由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和研究，

相关材料更易于获得。最后，本文在理

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今后的

研究展望以及相关政策建议。

2 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基本概念

与理论回顾

理解城市空间治理及其转型问题，

需要首先界定清楚两个基本概念：城市

空间与城市空间治理。城市空间是一个

社会地理学概念，它的核心内容是人类

以城市化活动而形成的空间形态，城市

空间不仅具有物质空间属性，还具有经

济、社会与政治属性[11-13]。城市空间具

有经济稀缺性，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分配

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更是一个政治过

程。社会群体围绕空间资源分配而展开

的利益博弈过程，即是城市空间政治[14]。
因此，城市空间治理正是在此意义上针

对城市空间资源博弈而进行的治理行为

与治理过程[15]。具体而言，本文所界定

的城市空间治理概念是指政府包括参与

空间治理的行动者针对城市空间资源博

弈而展开的治理行为或治理过程。

针对城市空间及其治理问题，已有

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从研究范式角度看，

主要可以分成批判范式与实证范式。批

判范式主要接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从空间政治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城

市的现实问题与历史逻辑展开分析与批

判。这一流派更多地继承了欧洲哲学思

辨传统。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英国城市

问题的批判性研究[16]，到法国哲学家列

斐伏尔、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

特对1960年代欧美城市危机的系统性批

判[17]，再到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大

卫·哈维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资本主

义城市问题的批判性研究[18]，批判范式

将城市空间进行抽象化处理，并将其纳

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对资本主义系

统的研究理论脉络之中来加以分析，对

当代欧美城市空间治理理论产生了很大

影响。实证范式则主要是承袭了德国著

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分析思路，

经由美国社会学、政治学者发展并逐渐

形成的以经验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研究

范式。韦伯关于城市问题的论文被收录

整理在名为《城市》的论文集中，在此

书中，韦伯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城市政

治与治理问题[19]。韦伯的思想被罗伯

特·帕克等学者引入到美国社会学研究

后逐渐形成了著名的芝加哥学派，其城

市空间生态与社区效应的理论传统一直

影响至今[20]。195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

学家罗伯特·达尔在研究美国民主制度

运行问题时，借鉴韦伯的思想遗产，开

启了美国城市政治学研究的序幕。此后，

美国城市政治研究逐渐形成独立的理论脉

络，并经历了4个主要发展阶段，即城市

权力结构理论、城市增长机器理论、城

市政体理论与城市治理理论[21]。当前，

欧美城市政治理论出现“治理转向”，关

注更大的政治秩序、全球化进程对城市

政体变迁与治理转型等问题的影响[22]。
上述理论虽然主要以欧美城市政治

实践为经验基础，但其核心理论及其对

现实问题的关照则反映了人类现代城市

化生活所遭遇的普遍困境与共同挑战，

因此其对理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及其转

型问题同样具有参考与借鉴意义。当然，

由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

角色与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23]，而且中

国城市的发展阶段、制度环境、社会文

化基础与欧美国家迥异，因此中国城市

空间治理研究显然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

论。关于中国城市空间治理问题，目前

大多数研究采取了实证主义范式，并相

应地在欧美城市政治与治理理论基础上

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提出对欧美理论的修

正和反思，主要可以分成三大视角：政

治经济学视角、政治社会学视角与国家

治理视角。

首先，政治经济学视角强调城市政

治权力集中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与

开发商结成“增长联盟”，形成了强大的

“增长机器”，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是解释

中国城市奇迹的首因[6]。在市场转型过程

中，财税体制改革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角

色和行为方式，使之更具有厂商行为特

征[24]，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进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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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增长。1990年代，中国地方政府之

间竞争激烈，政府追求政绩，企业追求

超额利润，二者各取所需因而结成同

盟[25]。针对这一时期的城市政治经济机

制，城市政府往往直接介入拆迁过程，甚

至将增长作为一种道义的资源[26]。从经

验材料看，城市政治经济视角的研究

多集中于广州、深圳和上海等市场经济

较为发达的地区。此外，中国版的城市增

长机器理论所依据的经验材料主要来

自于城市开发早期阶段。2003年，由于

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制度调整，城市空间

增长的动力基础已然发生动摇，城市增

长机器理论就已经难以提供充分解释了。

其次，政治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强调

城市空间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与增

长机器理论不同，提出了中国版的“城

市政体理论”[27]。这一类研究认为，随

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社会利益与资源

控制方式高度分化，形成了多元利益主

体，这些主体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

主宰城市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国城市发展

中生成了更加多元化的“政体结构”[28]。
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扮

演了一种关键性的中枢角色，它贯穿于

城市开发的全过程，既是利益相关方，

也是利益协调方，在开发的各个阶段与

其他利益主体发生各种复杂联系[29]。另

一方面，由于住房商品化改革以及房地

产市场的建立，中国城市中的住房地位

群体得以形成，基于产权而形成的利益

群体也逐渐形成[30]。中国的土地财产权

及其利益分配是影响城市空间治理转型

中的关键因素[31]，房屋产权改革激发了

中国市民社会的崛起，并成为城市空间

资源分配博弈中的重要的参与性力量[2]。
虽然房屋产权可以影响人们的态度、信

念与行为，但由于市民阶层在空间开发

中的地位和方式未被制度化，也有学者

提出市民社会的力量仍然相对弱小[8]。无

论如何，政治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剖析了

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利益博弈过程的复

杂性，强调“增长机器”已经转换为一

种新型的“开发政体”。

最后，作为当前最新研究进展，国

家治理视角强调应注重中国独特的政治

制度环境以及中央政府的政策影响力。

这一视角的研究强调城市增长的逻辑正

在被超越，并受到中央控制与国家任务、

社会压力与地方多重目标的限制与影

响[32]。国家治理变化对城市层面的政治

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33-34]，国家以一

种超越地方企业化的行为改变城市增长

的深层逻辑——超越市场利润导向的增

长机制[10]。通过批评增长机器理论，国

家治理视角拓展了城市空间治理研究的

视域和深度。增长机器理论将政府与开

发商高度抽象化为内部利益一致的观点，

实际上也忽视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利益分化[28]。
当然，国家治理视角仍有待深入研究还

在于如下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国家政

治与政策的转变如何能够影响城市政治

与政策，换言之国家干预城市空间治理

的机制需要得到更为详尽的剖析，否则

国家治理视角的研究将成为“空中楼

阁”；第二，国家政治环境与治理行为调

整本身的内在逻辑与目标导向仍然需要

进一步得到澄清，因为这关系到城市空

间治理转型的方向和路径分析，也是本

文所关心的主要研究问题。

3 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国家

视角

为了更加深入而全面地解释上述问

题，本文提出建构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及

其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此，尝试从

两个方面梳理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机制及

其转型的政治经济逻辑：第一，中国城市

空间治理嵌入中国政治制度环境，在这方

面国家对城市空间的“制度性规制”发

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第二，国家着眼

于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和核心目标，持

续性调整城市政策的方向，从更加注重

城市增长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其背

后的深层次逻辑需要进一步展开分析。

3.1 制度性规制：国家主导城市空间治

理的3个机制

国家之所以能够主导城市空间治理，

并非简单基于行政控制或干预。在市场

经济环境下，简单的行政性控制或干预

无法到达调控目标。实际上，正如前文

所分析，中国特色的制度环境决定了国

家对城市空间治理的调控能力。国家正

是通过“制度性规制”实现对地方政府、

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社会多元

利益群体等多方参与空间治理的行动主

体及其博弈机制施加影响，进而达成国

家的政策调整目标。具体而言，制度性

规制有赖于如下3个机制。

第一，国家对土地拥有所有权和控

制权。不同层级的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

人，拥有对辖区土地的利用、开发、规

划、控制的决定权和处置权[35]。政府对

土地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房地

产开发的成本和收益。城市政府通过制

定城市总体规划决定土地收储规模、使

用性质变更和公共资源配置，在很大程

度上间接控制了房地产开发的基础地价

成本与预期增值空间。通过控制建筑高

度、容积率、绿化面积、公建配置、保

障房配比等，政府还可以在二级开发过

程中控制开发规模和预期成本收益。国

家可以通过控制土地权属和土地投放量

进而影响房屋市场价格和房地产市场

走势[36]。
第二，国家对资本市场拥有规制和

管治能力。房地产市场是城市增长过程

和利益链条的关键环节，其与整个国家

的金融体制乃至银行体系密不可分。对

于城市开发而言，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

资金难以独自完成耗资巨大的一级开发，

而需要借助市场力量才能成功实现开发

过程，这也是增长机器理论的核心逻辑。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改革的推

进，国际资本以及国内资本对城市开发

的增长机制的影响力亦在加强。由于国

家对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规管，能够对参

与开发的企业包括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等施加政策性的影响力[37]，国家对资本

市场的调控以及对金融系统的监管，能

够决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本结构，包

括地方政府与房地企业的合作机制，在

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房地产企业的利润

率和开发模式[38]。
第三，国家通过户籍制度和户口管

理调控住房需求。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源

自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

本积累，但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转换

为市民身份和社会福利。其中，最大的

社会福利是市民身份决定着能否参与分

配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政策性红利[39]。此

外，对于房价快速上涨的重要城市，国

家通过城市户口管理体制来调控住房需

求，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超大城市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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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过快上涨，实际上也间接控制了城市

开发增速[40]。国家从 2015年前后开始陆

续放松所谓非一线城市的户籍政策，但

对于少数重点城市的住房需求仍保持严

格管控。显然，这对于上述城市空间治

理转型施加了非常重要的政策性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国家通过土地、资

本、户籍的制度性规制，建构了治理城

市空间、调控城市政策的制度架构。这

种系统性的制度架构，既能够帮助国家

实现城市增长，又有助于城市空间治理，

包括城市政策的转换[13]。尽管如此，由

于城市开发与土地财政对于大多数地方

政府而言是其运行基础，因此当前在财

政方面的“央地关系”未发生重大调整

前，地方政府仍有动力推动城市增长，

但其政策目标和内在逻辑却与早期的增

长逻辑有根本性不同。随着国家发展阶

段的演进，国家治理目标发生相应改变，

这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行为和角色的转

变，从而引起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转型。

3.2 从“增长联盟”到“公平治理”：

城市政策转换的国家治理逻辑

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及其转型路径的

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内在的、连贯的治

理逻辑：国家基于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

性条件而调整政策偏向和政策目标，这

又改变了城市空间治理的阶段性目标与

治理机制。从国家发展的整体性视角观

察，中央政府既需要保持经济增长目标，

又需要化解城市增长所导致的环境、文

化、社会乃至金融等方面的风险，以确

保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总体稳定。因

此，中央政府需要在多目标平衡中做出

最适合当前发展阶段的政策选择，并且

中央政府需要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之中保

证其政策偏向又会被下一个阶段的政策

偏向所调整、修正或叠加，从而确保城

市空间治理能够通过这种不断完善的方

式渐进式地取得成功。具体而言，中央

政府的城市政策转换经历了 4个发展阶

段（表 1），相应的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也

从早期的“促进增长型治理”逐渐转变

为当前的“社会公平型治理”。

第一阶段，即从1985年到2003年的

城市改革与市场改革阶段，是中国城市

空间治理的早期发展阶段①。这一阶段地

方政府采取的是典型的“促进增长型治

理”。在启动城市改革之前，中国经济社

会长期处于欠发展状态。因此，在这一

阶段地方政府由于缺乏城市开发资金难

以独自推动城市空间开发，必须通过与

企业结成增长联盟的方式推动城市增长。

实际上，这一阶段的增长是广义上的最

大公平，因为增长带来了社会整体的

“帕累托改进”。

第二阶段，即从2003年到2013年的

土地财政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是中

国城市空间治理的“爬坡阶段”②。这一

阶段地方政府采取了社会改革型治理。

地方政府在城市开发中获得巨量资金用

以继续推进大中型国企改革、产业结构

转型、单位体制改革等艰巨性“工程”，

另一方面则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基

本公共服务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这一

阶段地方政府不必过度依赖企业投资，

因而所谓“增长联盟”实际上已不复存

在，但地方政府仍需企业参与具体实施

城市开发，因而地方政府转为规制性角

色，其治理目标也不再单纯是增长，而

是调整为此前因资金缺乏而难以启动的

各项经济社会改革。实际上，这一阶段

的“社会改革型治理”既弥补了前一个

阶段的不足，又为下一个阶段的城市发

展扫清了体制障碍。

第三阶段，即从 2013年到 2018年，

由于前两个阶段城市空间开发所积累的

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需要重

点治理，中央政府开始较大幅度地调整

城市政策方向，加强调控过热的房地产

市场、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强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更加注重环境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相应地，

地方政府转而采取了“公共利益型治

理”，在前期城市空间治理的基础上更加

注重环境、文化与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

规划，从而实现前两个阶段无法或难以

做到的治理目标。

第四阶段，即从 2018年开始至今，

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更加注重社

会公平导向的新政策，提出人民城市理

念，重申共同富裕的改革方向，具体措

施包括土地批租纳入审计监管、严格监

管居民住房信贷、加强房地产企业融资

监管、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启动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等。地方政府相应地推动城

市空间治理向社会公平型治理转型，对

此前城市大开发过程中遗留的各种问题

进行系统性的城市体检③，城中村、老旧

小区、历史文化街区等城市空间治理得

到更多的政策倾斜，新市民、青年群体、

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得到更多关注，治

理机制也增加了更多对社会参与和法治

化的监督。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从“促增长”到“重公平”的大转型，

政治逻辑是核心，即以最大多数人的最

大福祉为中央政府调控城市增长的最终

政策目标，因而在城市发展早期侧重于

促进增长，中期注重社会改革和公共利

益，而后期则转向社会公平。从增长到

公平之间的政策转换，不是非此即彼的

调整，而是基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

侧重，当条件逐渐成熟时，上一个发展

阶段所遗留的问题就能够被下一个阶段

的政策或治理所加以解决，这是中国城

市空间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

当然，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重大转型之

所以可能，是建立在国家拥有制度性规

制能力的基础之上的。这使得中央政府

能够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城市空间治理

的目标导向、治理机制与治理绩效，最

表1 中国城市发展阶段与空间治理转型
Tab.1 Stage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ing spatial governance

发展阶段
1985—
2003年
2004—
2012年
2013—
2017年
2018年
至今

治理模式
促进增长型

治理

社会改革型
治理

公共利益型
治理

社会公平型
治理

治理导向
城市空间开发、城
市人口、经济增长

以城市增长促进产
业转型与社会改革

以城市增长促进
公共服务、遗产
保护、环境保护

公平治理并侧重
包容性增长

治理机制
地方政府与企业形成增长
联盟
地方政府推动国企改革、
产业转型、城市更新、基
本公共服务
地方政府推动企业、社会
参与，推进政务公开、社
会监督
注重包容性，更加注重对
新市民、青年群体、弱势
群体的政策回应性

治理绩效
城市人口增加、规模扩大，大规模城市化
启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
城市建设高速发展，住房条件大幅度改善，
国企改革、产业转型、社会改革平稳推进、
中等收入群体增加
城市公共服务加强、环境改善、历史文化
街区保护、城市空间品质提升、加强精细
化治理
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探索公共住房建设、
解决住房困难群体合理需求、支持老旧小
区改造、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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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保障城市空间治理能够走向更高水平

的公平治理。

4 案例分析：1985年以来的北京

城市空间治理转型

自 1985年国家启动城市改革以来，

北京的城市空间治理实践及其转型路径

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上述理论分析逻辑。

北京的城市空间治理经历了 4个发展阶

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第一个阶段是

1985—2003年之间的中心城区改造和城

市快速扩展，这一时期地方政府与企业

形成治理联盟并推进城市增长，同时北

京城市空间分异与不平等程度也在这一

时期急速加剧[7]。第二个阶段是 2004—
2012年之间的国企改革、产业空间重组

与城市扩展④，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由于土

地财政而能够承担更多改革成本因而能

够同时推进上述两项改革，在此过程中

住房改革同时进行、房地产市场加速形

成、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大幅度改善，城

市近郊的工业空间更新为居住和商业空

间，相比第一阶段国企职工与被拆迁居

民、村民因“改制”“拆迁”获得了更多

的补偿，相应的政策性、法规性保障也

逐渐清晰化、规范化。第三阶段是

2013—2018年之间的公共利益层面的重

点治理改革，包括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

等化、水与大气环境治理、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与历史街区改造、公共文化生活

设施提升、公共安全空间建设与违法违

规空间整治等。这一阶段不仅弥补了前

一个阶段遗留的公共空间治理问题，而

且整体上回应了公众舆论和民众诉求，

并对今后北京城市空间发展进行了结构

性的规划调整⑤。这一阶段的北京城市空

间治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增长逻

辑而转换为公共利益逻辑。第四阶段是

2019年至今的社会公平导向的治理转型，

对更大范围的老旧小区进行空间改造和

提升，推动新一轮的中心城区城市更新

并继续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下文对

北京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之路展开具体

论述。

4.1 促进增长型治理：中心城区的“旧

城改造”

1985年城市改革启动后，在城市空

间治理方面，北京所面临的较大民生问

题是居住空间紧张与危房改造。由于大

部分房屋为 1950—1960年代建设的平

房，房屋产权大多为单位公有住房，房

屋老化问题严重、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

患，因此改善居住环境成为当时民众的

主要诉求之一[41]。此外，随着城市改革

的启动，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北京的外

来人口逐年增加，这进一步加剧了北京

中心城区的居住承载力问题。在当时的

条件下，由于财政资金紧缺，通过城市

开发方式解决资金来源和启动中心城区

的“房改”“危改”成为地方政府首要考

虑的政策目标。

在整个1990年代，促增长成为城市

空间治理的主要导向，政府与企业形成

了所谓“增长联盟”。以G地块的开发为

例，改造前，这里是人口密度极高的商

业居住混合社区，也是大量的低端商业

聚集地，这里的大部分房屋老旧、存在

严重安全隐患。1992年，区政府将G社

区列为危改试点，并批准区属开发企业

A公司对此地块进行整体拆迁建设，这

一地区的“开发带危改”正式开启。在

1994—1997年的更新开发中，A公司是

该地块的一级开发商，但由于大量拆迁

而致使公司资金链紧张。于是经区政府

批准，A公司将此地块分成15个小地块，

除了 4个地块供回迁建设外，其余地块

则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引入民营开发企业。

在当时情境下，促进增长型的空间治理确

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启动城市化发展的

“第一桶金”的问题，促进了城市整体发

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早期模式

却存在着 3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第

一，当地居民和住户的权益被相对忽视，

因拆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相对突出[42]。
如G地块的不少居民从 1994年开始进行

了长达十几年的“上访”。第二，北京中心

城区是历史文化遗产聚集区，从比较知名

的改造更新案例中可以发现，如“前门

大街”“什刹海”等，早期模式对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缺乏认知深度，相关更新改

造项目引起社会舆论的批评[43]。第三，

由于当时城乡规划法尚未出台，规划审

批违规操作情况突出，各种土地“协议

出让”的开发项目的违规情况较为突出，

这也导致早期模式隐藏着较大的“腐败

风险”。上述问题在后续的治理模式转型

过程中逐步得以解决。

4.2 社会改革型治理：国企改革、产业

空间重组与城市扩展

为解决上述问题并吸收早期治理模

式的教训，中央政府在2003年出台文件

调整土地收储制度。地方政府不再直接

通过设立市属或区属开发公司的方式进

行土地前期整备，而是通过土地储备部

门将用地进行收购。这一政策极大地改

变了城市空间治理机制，大幅度拉高了

开发成本，北京市吸取早期治理经验教

训，陆续推出旧改新政，规定了拆迁安

置居民最低补偿标准。从 2004年开始，

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所谓“增长联盟”的空间治理模式的基

础已经不复存在。

由于中心城区开发成本提高，北京

城市空间开发向郊区扩展。同时，随着

市场经济转型深化，国企改革与产业空

间重组压力加大，以城市空间开发“撬

动”社会改革的空间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北京市政府坚持“退二进三”的产业结

构转型政策⑥，即工业区搬迁改造，大力

发展服务业。在北京的西北郊，M厂所

在地块的更新改造是非常典型的社会改

革型的治理案例。市场改革后，随着M
厂逐渐失去竞争优势，2000年前后北京

市发展规划将M厂所在地区确定为城市

发展的副中心，该地区规划人口扩增到

40万人。在北京市政府的城市总体规划

和国企改制的双重要求下，2000年前后

M厂开始酝酿通过将现有厂区实施城市

改造进而获得改制启动资本金。2005年，

M厂区工业土地（45.6 hm²，规划建设面

积70万m²）以挂牌方式出售，H房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以24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

获得该地块的开发权，创当年土地交易

额的最高纪录。H房地产公司在原厂区

土地上陆续投资开发建设了高档住宅区。

随着该地区房价的不断上涨，H公司获

得了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M厂大部分

职工以较低价格获得了住房产权，并因

此能够分享增长红利。

4.3 公共利益型治理：改善生态环境与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更新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更加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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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文化遗产问题是典型的公共利益

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

还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和体现。在这一阶

段，城市空间治理转向公共利益导向，

治理机制也更加注重企业和社会参与。

从2013年开始，北京在大气环境整

治方面提出了专项规划和治理方案，北

京市的雾霾问题得到相当大程度的改善⑦。
在城市积排水问题方面，提出了海绵城市

建设方案。在旧城人口疏解方面，北京

调整了搬迁补偿标准，采取“申请式退

租”方式推进房屋征收拆迁工作⑧。在历

史文化遗产街区保护更新方面，更加注

重有机更新、微更新，更加注重文化遗

产价值的保护。例如，著名的烟袋斜街、

南锣鼓巷的保护性更新就是非常典型的

有机更新案例。社会知名人士、社区规

划师、建筑师等广泛参与北京城市空间

的治理。其中，雨儿胡同19号院的保护

更新是北京城市空间治理模式转变在微

更新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案例。在城市

空间景观美化方面，更加注重城市设计，

加强了风景园林保护和城市公园、绿地系

统建设，城市内水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和

美化。此外，北京中心城区的胡同空间

治理更加注重街区物质空间的“精细化

治理”。例如，东城区借鉴商品房物业

小区管理模式提出了“胡同物业”管理

模式，加强了胡同停车空间的治理。在

城中村治理方面，北京市在2010年就着

手提出环境、安全整治计划，并列出了

全市 300个城中村的整治名单，优先从

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开始

加强公共安全、环境卫生、违规建设等

方面管理工作⑨。公共利益型的城市空

间治理是在回应民众重大关切的同时

追求更高水平的城市发展，这实际上是

对增长逻辑的超越。

4.4 社会公平型治理：公共住房建设与

老旧小区更新改造

以党的“十九大”为标志，中央提

出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

判断，中央的城市政策更加突出地强调

社会公平、更加突出地强调“人民城市”

理念。在城市空间治理领域，更加注重

城市政策对新市民、青年群体、贫困群

体等弱势群体的倾斜。中央陆续提出

“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加强公共租赁住房与长租房

建设、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解决住房困

难群体的合理需求、调整中小学学校入

学与户籍和住房挂钩等等一系列社会公

平导向的政策方针。2021年，中央更进

一步重申“共同富裕”理念，提出探索

“第三次分配”并启动更大范围的“房产

税”试点改革。国家政治环境的变化与政

策目标的调整更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空间

治理进一步向“公平治理”转型。

北京在城市空间治理方面，主要有

两个方面的举措：第一，更加重视公共

租赁住房建设，以及尝试推进解决部分

住房困难的新市民、青年群体的合理居

住需求。第二，更加重视把人员、资源

向基层倾斜。例如，北京市海淀区的清

河街道的街区治理创新中，通过调整社

区规划和提升社区公共空间品质来改善

城中村、老旧小区的居住生活空间。实

际上，这涉及基层治理体制和机制的重

大改革。其具体做法主要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通过推动社区议事委员会的民主选

举和运行机制改革，将社区居民提出的

改造议程如社区环境美化、停车位改造、

绿化空间设计、加装电梯等，纳入社区

议事范畴并申请政府支持解决；二是通

过引入社区规划师，推动参与式规划，

让社区居民与政府之间建立社区规划建

设的沟通平台，从而为社区更新提供需

求指南、治理指南、运行指南。

5 结论与讨论

只有拉长观察视角，从中国城市空

间治理的渐进演化过程中才能看清转型

时期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变革的内在理路

与未来方向。回顾1985年以来的中国城

市空间治理及其转型，其主要逻辑是以

增长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在启动城

市改革之时，地方政府由于缺乏开发资

金必须通过与企业结成增长联盟，才能

推动城市空间开发与变革。当地方政府

逐步探索出城镇化发展的土地财政模式

后，以城市空间开发的土地增值收益作

为财政动力基础，才能推动国企改革和

下岗职工安置、产业转型升级与空间重

组，进而实现城市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

发展。随着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城市

空间治理也相应地转向公共利益导向的

治理模式。随着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成长，

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随之提升，围绕着生

态环境治理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更新等

重点政策议题，城市空间治理机制变得

更加开放和包容。前期城市空间开发的

“增长联盟”所导致的社会空间不平等问

题在新发展阶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政策

回应。适时推动社会公平导向的城市空

间治理转型是更为重要的、也是更符合

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政治性选择。

对于今后的研究而言，进一步讨论

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治理显然是一

项迫切而重要的任务，而这是一项世界

级的难题。不仅中国面临城市空间公平

治理的挑战，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同样也

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城市空间治理公平性

问题。对中国而言，随着中国的城市化

进程向更高水平迈进，城市空间治理乃

至城市政治与政策，应该也值得引起更

多的关注和重视。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

为作者绘制。

注释

① 1985年起，中央推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主要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见《中国共产

党大事记 （1985 年） 》，http：//www.

gov. cn/test/2007-09/04/content_736838.

htm。

② 2003 年，中央停止国有土地协议出让，

采取“招拍挂”的竞价模式，成为中国城

市空间治理变革的转折年份。

③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工作时，要求建立城市体检评

估机制。见 《城市体检“十问实答”》，

http：//www. mohurd. gov. cn/xwfb/

202107/t20210714_250818.html。

④ 国企改革启动可以追溯到1985年，但北

京市国企改革与产业空间重组几乎同时进

行，其大规模的启动是2004年土地收储

与竞拍体制建立形成之后。

⑤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

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北京

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beijing.gov.

cn/gongkai/guihua/wngh/cqgh/201907/

t20190701_100008.html。

⑥ 1990年代中后期，北京市政府提出“退

二进三”政策，是指减少清退第二产业、

增加发展第三产业。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综合施策

全面治理坚决打赢首都蓝天保卫战——北

京 2013—2018 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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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 mee. gov. cn/ywgz/xcjy/

shxc/201909/t20190909_733022.shtml.

⑧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规划解

读：“菜西模式”申请式退租试点，探索

城市有机更新》，http：//ghzrzyw.beijing.

gov.cn/zhengwuxinxi/zxzt/wsghs/2021dyj/

d2j/202101/t20210127_2233920.html。

⑨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等，《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规范“城中村”整治后用地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http：//ghzrzyw. beijing. gov. cn/zheng‐

wuxinxi/zcfg/gfxwj/201912/t20191213_

11672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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